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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趙智鳳派」是 12-13 世紀活動於川渝地區的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和信

徒群體的民間佛教教派。該教派於南宋初由大足僧人趙智鳳創立，趙遠尊晚唐、

五代時期川西居士柳本尊為祖師，在大足寶頂山建道場授徒弘法半個多世紀，之

後無復繼者。趙智鳳派在川東南一帶造立了大小不等的石窟寺或龕像十餘處，由

此打造了一套在內容、形式、作風等方面迥異傳統的造像體系。獨特的樣式，不

僅引起地方石窟造像風格的歷史性轉變，也為中國石窟藝術增添了新的案例。 

關鍵詞：川渝佛教、趙智鳳派、石窟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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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川渝佛教的起步並不比中原晚，且有自己獨到的一面與卓越之處。中國最早

的佛像發現於這個地區，如東漢時期的樂山麻浩、柿子灣崖墓佛像，彭山、綿陽

及重慶豐都等地的「錢樹佛像」等。大約劉宋時期川渝地區始有開窟造像活動，《高

僧傳》載宋孝武帝大明中（457-464）益州刺史劉思考請僧釋道汪「即崖鐫像」起

寺事宜1，目前有石窟零星見於川北廣元一帶。不過此時小型石刻造像遺存相對比

較豐富，19 世紀以來成都、彭州、茂縣、汶川等地陸續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隋

唐以來，川渝地區石窟造像活動興起，首先分佈於川北金牛道、米倉道沿線，之

後南下至川中再到川東，大多集中於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流域一帶。進入

兩宋，川渝石窟造像活動範圍逐漸縮小，原有的一些石窟區基本停止了續建，唯

川東的大足與安嶽地區十分活躍。 

宋代是川渝石窟藝術最為燦爛、最具個性的時期，雖然分佈地域不廣，卻氣

魄雄偉，作風鮮明，為任何時期所不能敵。這一傑作的主要營造者之一便是南宋

時興起的民間佛教團體——趙智鳳派。該教派的創立者趙智鳳，在大足、安嶽等

地組織營建弘法道場，先後造立了大小不等的石窟寺或龕像十餘處，其中大足寶

頂石窟寺是其主道場。這些石窟寺在造像內容、形式、格局等方面形具有統一的

作風，多有與傳統造像相異之處。本文通過對趙智鳳派史實梳理的基礎上對其造

像體系展開分析。 

二、「趙智鳳派」史實述略 

「趙智鳳派」是 12-13 世紀活動於川渝地區的一個有造像體系、經典基礎和信

徒群體的民間佛教教派。該派於南宋初由大足僧人趙智鳳創立，趙遠尊晚唐、五

代時期川西居士柳本尊為祖師，在大足寶頂山建道場授徒弘法半個多世紀，「清苦

七十餘載」，先後在川東南一帶造立了大小不等的石窟寺或龕像十餘處，其後法統

絕，無復繼者。 

（一）趙智鳳與柳本尊 

趙智鳳（又名「趙智宗」者）及其事蹟史籍鮮有載錄，唯成書于南宋寶慶三

年（1227）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卷 161「景物」條有寥寥數語，曰： 

                                                        
1《高僧傳·釋道汪傳》載：「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

處起寺，即崖鐫像，因險立室。」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83-2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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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峰山，在大足縣東三十裡，有龕岩，道者趙智鳳修行之所。2 

此處「寶峰山」應指寶頂。這是唯一見於早期史書中有關趙智鳳的記錄。 

其餘便是遺存於大足寶頂石窟寺中的一些信息，其中立于大佛灣華嚴三聖龕

處宇文屺撰《詩碑》中有「寶頂趙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之語3，別無實質性

內容。略詳者為小佛灣七佛壁龕下宋人席存著為趙智鳳所作銘文4，如今已漫漶，

僅存「承直郎」三字略能辨認。《乾隆大足縣誌·隱逸仙釋》有錄文，曰： 

趙本尊，名智鳳，紹興庚辰年（1160）生於米糧裡之沙溪，五歲入山持念經

咒，十有六年西往彌牟，複回山修建本尊殿，傳授柳本尊法旨。遂名其山曰

「寶鼎」。舍耳煉鼎報親，散施符法救民。嘗垂戒曰：「熱鐵輪裡翻筋斗，猛

火爐中看倒懸。」 

嘉熙年間（1237-1240）承直郎昌州軍事判官席存著為之銘。5 

是為目前所見早期趙智鳳最詳細的資料，總共百餘字。 

之後寶頂石窟一些明代碑記如劉畋人《重修寶頂山壽聖寺碑記》、曹瓊《恩榮

聖壽寺記》以及清人史彰《重開寶頂碑記》等記述了趙智鳳事蹟，大約依據席存

著銘文或別的載錄所得，內容大同小異，沒有多少新補充6。 

趙智鳳於川東弘法數十年，其間伴隨著大量的石窟寺開鑿。說明趙有着一套

行之有效的傳教方式，贏得大量民間信眾的擁護與供養，從而為壯大自己團隊聲

勢獲取了豐厚的財力，足見他是一位深得民心、極具感召力的僧團領袖。頗為意

外的是，趙智鳳歸寂後竟連一份完整的身世信息都無留存，後世的載錄僅記其生，

而未述其亡，甚至連葬在何處都無從知曉。 

                                                        
2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4357-4378 頁。 
3 該碑殘存「癸未」紀年，陳明光推斷為「嘉定十六年（1223）」參陳明光《大足石刻考古與研究》，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年，第 162-172 頁。碑文參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年，第 233 頁。 
4 溫玉成先生認為該「銘」應屬「行狀」。參溫玉成《大足寶頂石窟真相解讀》，重慶大足石刻藝術

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114-130

頁。 
5 故宮博物院《四川府州縣誌第 11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69 頁。 
6 大足儒學教諭劉畋人撰《重修寶頂山壽聖寺碑記》刻於寶頂大佛灣第 27 龕左右側崖壁，一碑二

刻（洪熙、宣德元年，1425、1426），碑文略有差別；曹瓊撰《恩榮聖壽寺記》碑現存于聖壽寺玉

皇殿內；史彰撰《重開寶頂碑記》刻於大佛灣第 27 龕左右側崖壁。以上碑文可參前揭重慶大足石

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211-215、218-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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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柳本尊，同樣無著述記載。現有的資料均出於趙智鳳：一為大足寶頂小

佛灣《唐柳本尊傳》碑（下文簡稱《柳傳》）；二為寶頂大佛灣和安岳毗盧洞的「柳

本尊十煉圖」造像題記，均簡要記述了柳之身世和弘教事蹟7。之外尚未發現其他

任何有效證據。 

根據以上碑銘題記得知：柳本尊，名居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生於四

川嘉州（今樂山市）8，畢生精務密法，以居士身份「專持大輪五部咒救度眾生」，

並通過燃指、剜目、割耳、斷臂等自殘身體的方式弘道。民間奉其為「毗盧佛」、

「金剛藏菩薩」化身、「唐瑜伽部主總持王」等，號稱「柳本尊」、「本尊教主」、「本

尊賢聖」等。 

晚唐五代之際，柳本尊在彌牟、成都、廣漢一帶持咒為民治病救災、祛惑斷

妄。因數致神異，「蜀人德之」，信徒多「施宅建道場」以奉香火，「四方道俗雲集

座下，授其法者益眾」。聲望之著，贏得蜀主之賞識，先是「遣使慰勞」，後又召

見並為其道場賜額「大輪院」。天福七年（942）柳氏圓寂9。之後門人楊直京、袁

承貴等繼其衣缽弘法數十年。 

袁、楊二人後至趙智鳳出現近兩個世紀，柳本尊一系活動情況不明，除有宋

神宗熙寧間（1068-1070）為其道場敇賜「壽聖本尊院」額事宜記載外，別無其他

線索。後至紹興十年（1140），「右承奉郎前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直清與「安養居

士」張岷造訪彌牟壽聖院，見院事由僧尼主之，柳本尊墓亦淹沒於「榛莽之間」，

王直清遂命僧尼「建塔於墓之上，架屋以覆之」，並于墓左立碑，以昭本尊事蹟於

後世。由此或可料見，紹興之時柳本尊教法已趨衰亡邊緣。 

總攬上述所記柳氏事蹟，概略不詳外，所述魚目混珠，多有出入與矛盾處。

因現存碑文漫漶較重，部分關涉年代、人物、事件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丟失，為進

一步考證帶來障礙。 

  

                                                        
7 《唐柳本尊傳》碑位於寶頂小佛灣「佛壇龕」左，高 152cm、寬 95cm、厚 11cm，漫漶嚴重。原

碑于紹興十年王秉題額，祖覺撰文，張岷跋，王直清立石于彌牟柳氏墓左。寶頂碑為趙智鳳時期複

刻，碑文參見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年，第 207-210

頁。 
8 現存碑記對柳本尊享年八十四記載一致，但對其生卒年說法不一：《唐柳本尊傳》碑言柳本尊卒

於天福七年（942），享年八十四，由此推算其生日應在大中十二年（858），而安岳《柳本尊十煉圖》

題記言柳生於「唐大中九年（855）」，卒於「天福三年（938）」。 
9 據陳明光先生考證，此「天福」應為「天複」。參陳明光《<宋刻〈唐柳本尊傳碑〉校補>文中「天

福」紀年的考察與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煉圖」題記「天福」年號的由來探疑》，《世

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2-28 頁。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3&CurRec=424&recid=&FileName=WORL200404003&DbName=CJFD2004&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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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趙智鳳派」的認識 

「趙智鳳派」因缺乏直接的文獻證據，故在諸多問題上學界認識不盡相同。

比如關於教派的定名，目前並未形成統一說法，尚有「柳本尊教派」、「柳趙教派」、

「本尊教派」、「川密」等不同指稱；對於其性質，當下存在兩種主要見解：以楊

家駱、陳習刪、陳明光、何恩之（Angela F. Howard）、李巳生、丁明夷等為主的觀

點認為該派屬密教一系，寶頂石窟寺即是具有密宗性質的道場10；以呂建福、龍晦、

劉長久、溫玉成、胡文和、索倫森（Henrik H.Sorensen）、李靜傑等為主的觀點認

為，其教造像顯密雜糅，多宗相融，不屬典型的密教系統11。 

目前一個普遍的看法是，認為該教派由柳本尊創始，趙智鳳繼承而發揚之。

主要依據有二：一為宋人席存著「銘文」中「（趙智鳳）回山修建本尊殿，傳授柳

本尊法旨」之記載；二為趙智鳳通過建寺、造像、立碑等方式給予柳本尊以崇高

的地位，奉其為「唐瑜伽部主總持王」。 

趙智鳳尊崇柳本尊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其教以毗盧遮那佛為本尊。趙氏不僅

奉柳為「唐瑜伽部主總持王」，同時尊其為毗盧佛在世12。斷定趙智鳳為柳氏教法

承襲者不無道理，可是很多跡象表明，趙、柳間在傳教思想與理念上存在着明顯

的差異，趙智鳳之教似乎看不出多少柳本尊遺法的影子。 

其一，趙智鳳雲遊川西之時柳本尊已滅度二百余載，必然不能親聆「柳本尊

法旨」，可能的情況是，民間或許尚有柳之法嗣活動，趙受其教誨而皈依該門。可

這位阿闍黎又是誰呢？趙智鳳並未留下任何信息。這一時期柳氏教法傳承情況不

明，從紹興十年彌牟壽聖院由僧尼主之，本尊墓淹沒於「榛莽之間」看，其教似

                                                        
10 楊家駱《大足寶頂區石刻記略》，《文物週刊》第 21 期，1947 年 2 月 9 日；陳習刪《大足石刻志

略》（油印本），1955 年；陳明光《大足寶頂山石窟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密教道場之研究》，

《敦煌研究》2001年第 1期；Angela F. Howard, Summit of Treasures: Buddhist Cave Art of Dazu, China, 

Weatherhill,Inc.2001；李巳生《寶頂山道場造像佈局的探討》，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中國重慶

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382-425 頁；丁明夷《川密：

四川石窟體系的發展軌跡》，大足石刻研究院、四川美術學院大足學研究中心《大足學刊》第一輯，

重慶出版社，2016 年。 
11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頁；龍晦《關於大足佛教

石刻兩則跋文》，《中華文化論壇》1996 年第 4 期；劉長久《大足石窟研究綜論》，重慶大足石刻藝

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三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胡文和《安嶽大足

石窟中「川密」教柳本尊像造型分類——兼論大足寶頂不是「密宗道場」》，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

館等《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五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溫玉成《大足寶頂石窟真相解

讀》，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7 年；[丹麥]亨利克·H·索倫森著，唐仲明譯《密教與四川大足石刻藝術》，前揭《2005 年

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靜傑《大足寶頂山南宋石刻造像組合分析》 ，大足石刻

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 
12 安岳毗盧洞柳本尊十煉圖題記載：「本尊是毗盧遮那佛，觀見/眾生受大苦惱，于大唐大中九年六

/月十五日于嘉州龍遊縣玉津鎮天/池壩顯法身，出現世間，修諸苦行，轉/大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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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衰落，時恐難有影響力的弟子活動了。由是見之，趙智鳳傳得柳本尊「法旨」

一事很是懷疑。 

其二，《柳傳》中記述了柳本尊的追隨者為其舍宅或施資建造了多處道場，並

未記載一絲關於造像的信息。唐、五代時期川渝地區石窟造像的開鑿是比較活躍

的，廣元、巴中、綿陽、安嶽以及大足等地有諸多造像遺存，其中沒有發現一例

與柳本尊有關的造像。明人認為寶頂石窟、安岳華嚴洞等均由柳本尊發起開鑿，

顯然不足征信13。說明柳本尊時期並不十分注重造像，更無開窟之事。這與趙智鳳

大肆營構窟寺、「設像行道」的做法不同。 

其三，柳本尊所持「瑜伽本尊教」雖多有不正統處，仍尚屬密法一系。然而

縱觀趙智鳳派造像，並非全然合于純粹的密教體系。1945 年楊家駱一行調查大足

石刻時提出寶頂石窟是一座「密宗道場」14，這一認識隨後得到諸多學者的呼應。

李巳生先生認為寶頂石窟是以「教相壇場」（大佛灣）、「事相壇場」（小佛灣）結

合四周「結界像」（寶頂山周邊造像）的密教遺跡15。可是梳理寶頂的造像，顯密

雜糅，題材涉及華嚴、淨土、禪宗、密宗等，其中顯宗的因素遠大于密宗。在造

像配置上既看不到密教的曼陀羅格局，也未見任何真言密咒等。反而華嚴變、圓

覺變、華嚴三聖、毗盧佛等華嚴題材造像佔據了很大的比重，使其華嚴意味顯得

尤為突出16。因之，將寶頂石窟寺作為純粹的密教道場看待，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四，現存寶頂以及其他幾處石窟中被認定為趙智鳳形象者，卷髮、留髭須，

身著袈裟，五官端正，四肢健全，不像柳本尊斷臂、缺耳、眇眼的樣子。趙智鳳

似乎並不推崇柳本尊所奉行的燒身、舍臂、割耳等自殘肢體式的修行方式，這一

方面或許與社會不提倡這種做法有關；另一方面與趙智鳳宣導報恩行孝思想有關。

趙深諳中國孝道思想在弘傳其教中的關鍵性，通過「父母恩重」、「大方便佛報恩」

等強調孝道主題圖像的製作，以表達「刻石追孝」之旨，反映了其援儒入佛、儒

釋兼行的弘教理念17。 

                                                        
13 《萬曆丙戍二月(華嚴洞)妝功德記》：「夫古洞華嚴乃周昭遺跡，全堂金相是柳、趙刊形。」 參

王家祐《柳本尊與密教》，《宗教學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59-83 頁。 
14 楊家駱認為：「趙氏所傳柳本尊法，為宗哈巴前密宗大師，寶頂即其所經營之道場，在中國本部

密宗道場之有大宗石刻者，亦惟此一處，誠中國宗教史上之重要遺跡也。」參前揭楊家駱《大足寶

頂區石刻記略》。 
15 李巳生《寶頂山道場造像佈局的探討》，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382-425 頁。 
16 李靜傑以為寶頂造像指導思想以「《大方廣佛華嚴經》為中心」。參前揭大足石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34 頁。 
17 李靜傑提出：「大佛灣四區造像的主題，可以歸納為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就法身思想，修菩

薩行是其核心，孝道又成為菩薩行的首要內容。」參前揭大足石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38 頁。 



12-13 世紀川渝佛教「趙智鳳派」及其石窟造像 515 

另外，柳本尊生為晚唐、五代時期人物，卻是一副頭戴高裝巾子、身著交領

袍服的宋代高士裝束；其蓄須與無須的兩種形貌，似乎讓人感覺到塑造者在構思

中的徘徊與猶豫；雖有傳記，卻真偽混雜，「疑信相半」。凡此種種，不難推斷這

是南宋時期趙智鳳派對柳本尊的一個構想，人物事蹟尚且不能盡善，何況論其「法

旨」呢？ 

綜上，本稿以為趙智鳳所推行的佛教，從教義思想、道場營建、造像佈局等

方面而言，皆肇于趙氏的規劃、設計與安排，傳達的是其本人或團隊的意志，看

不到所謂趙「傳授柳本尊法旨」之事實。可以說出於弘道動機，柳本尊只是趙智

鳳所樹立的一個宗教偶像而已，奉其為「祖師」，不過是造成自己為柳本尊法嗣的

假象，借此抬高地位，以贏得更多信徒的崇拜而已。柳氏在趙智鳳派中的意義象

徵性遠大於實質，其在該教的創立與發展中只是扮演了一個虛設的角色，並未起

到真正創始者的作用。 

總體而言，「趙智鳳派」並非是一個典型的密教教派，這一點至少從其造像性

質上能夠反映出來。正如呂建福所言：「從其密教造像和大足造像的整個佈局及其

內容來看，趙智鳳並沒有得到密宗遺法的傳授。」18丹麥索羅森（Henrik H.Sorensen）

在面對「密教」說一派的意見時認為「趙智鳳及其追隨者的密教，並不是一個清

晰和獨立的佛教類型」，具有「不確定的傳播、地方性、無宗派、非正統、有經典

基礎」等特點19。嚴格意義上而言，「趙智鳳派」不是一個如同華嚴、淨土、天臺、

唯識等具有完善的理論架構與教義體系的宗派團體，而是一個建立在民間大眾水

準信仰基礎之上，以迎合、滿足地方區域社會的宗教需求為目的佛教組織。因之，

民間性、地方性與世俗性是其明顯的表徵。所以與其說是一種教派，更確切而言

不過是一種有別於制度佛教，儒釋兼濟、華嚴為尊、摻雜了一定偶像崇拜的民間

佛教形態。這種略顯「大雜燴」的格局反映了該教在信仰上的多元性與含混性。 

三、「趙智鳳派」石窟寺及其造像 

趙智鳳的弘法歷史始終伴隨著石窟造像與佛塔營建活動，至今遺存有十餘處

石窟寺、數千尊造像和近 2 萬字銘文。這些造像在形式、內容、風格等方面有着

統一的規劃與設計，體系完備，作風新奇，透露出一種樸素的宗派意識與強烈的

革新理念。 

「趙智鳳派」造像儘管有大量的銘文題記，其中卻沒有一條關於造像年代、

                                                        
18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40 頁。 
19 索倫森《密教與四川大足石刻藝術》，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374-3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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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人、工匠等方面的信息。學界根據趙智鳳身世並結合一些宋人題記與當時政

治事件等，判定其造作時間主要在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1174-1252）。 

（一）窟寺營構 

1.大足寶頂聖壽寺、大佛灣及其周邊窟龕的創建 

南宋淳熙間，趙智鳳首先於大足寶頂山開創了根本道場。從現存狀況看，寶

頂道場包括今天的聖壽寺（含小佛灣）、大佛灣、聖跡池、舍利塔、倒塔及周邊十

餘處窟龕等一系列建築及造像群，其中聖壽寺與大佛灣石窟是主體（圖 1）。 

 

圖 1 寶頂道場主體部分平面示意圖 

從席存著的記述中得知趙智鳳雲遊川西返回后首先創建了聖壽寺，因遭逢元、

明季兩次兵燹，屢遭毀損。現存格局為聖壽寺與小佛灣兩部分（圖 1）。原初殘存

造像主要在小佛灣，有經目塔（本尊塔）、七佛壁、本尊殿、毗盧庵等，造像題材

有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華嚴三聖、柳本尊十煉圖、千佛、明王等。寺內僅有灌

頂井、維摩殿少量殘像而已。 

聖壽寺左下方數十米處即是大佛灣，整體呈「n」字形半環構造，崖壁開龕

造像，綿延 500 米。原構造像共有 28 鋪，其中窟兩座，餘皆為摩崖龕形制。內

容包括華嚴變、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觀經變、地獄變、圓覺變、華嚴三聖、佛

傳、孔雀明王、千手觀音、廣大寶樓閣、牧牛圖、鎖六耗圖、六道輪回、柳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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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煉圖、十大明王、護法等，是趙智鳳派石窟寺中題材最為豐繁、規模最為宏大

者（圖 2）。 

 

圖 2  寶頂大佛灣石窟平面圖 

趙智鳳花畢生精力鐫造大佛灣，南宋末因其離世以及受端平間蒙元掠蜀事件

之影響而突然停工20，致使十大明王像未及竣工而呈半成品。 

寶頂石窟寺的營建，還包括了周邊方圓兩三公里範圍內的一些相對獨立的龕

像，分佈有十餘處（圖 3），均以單龕造像為主，內容以華嚴三聖、三身佛、毗盧

佛居多，包括二佛、護法像等21。 

                                                        
20 相關論述主要有楊家駱《大足寶頂區石刻記略》，《中央日報·文物週刊》1947 年 2 月 19 日第 22

期；陳習刪《寶頂雕像年代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第 5 期；胡昭曦《大足寶頂山石刻淺

論》，《樂山市志資料》1983 年第 6 期；東登《再談寶頂山摩崖造像的年代問題》，《文物》1983 年

第 5 期；胡昭曦《大足寶頂石窟的鑿建與宋蒙（元）戰爭》，2014 年發表於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1 相關資訊可參鄧啟兵、黎方銀、黃能遷《大足寶頂山石窟周邊區域宋代造像考察研究》，大足石

刻研究院《2014 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第 262-3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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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寶頂石窟寺周邊龕像分佈 

2.其他分屬石窟寺 

唐宋時大足與安嶽分別隸屬昌、普二州，連通兩地的主要通道經過今天的大

足中敖、高坪、安嶽雙龍街、石羊、林鳳、龍台、嶽新等鄉鎮。趙智鳳時期一些

小型石窟寺或窟龕開鑿於這條沿線周邊，尤以安岳東南與大足西北接壤處一帶較

為集中。從寶頂向安嶽方向邁進，分佈有普聖廟、板昌溝、半邊寺、孔雀洞、茗

山寺、毗盧洞、華嚴洞、大佛寺、毗盧溝、塔坡等窟寺（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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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趙智鳳派石窟寺或龕像分佈區域 

這些分佈點比較分散，規模遠不能與寶頂相比，很多僅開鑿一至二個窟龕。

其中安嶽茗山寺、毗盧洞、華嚴洞等有規模略大。茗山寺現存龕窟十餘座（包括

後期開鑿者），其中屬於趙智鳳派一系的造像有護法神（12 號）、文殊（3 號）、毗

盧佛（5 號）、文殊與普賢（8 號）幾龕，另有本尊塔一座，現已倒塌22。此乃寶頂

石窟寺之外窟龕開鑿最多的一處。毗盧洞與華嚴洞雖然窟龕只有一兩座，但二者

造像尺寸較大，也是趙智鳳派在安嶽地區比較有影響力的弘道場所。 

3.佛塔建造 

趙智鳳派開窟同時也比較注重佛塔的建造，現存大小佛塔七座，均石砌實

心結構，塔身造像或題刻經名。主要集中在寶頂山，如經目塔、轉法輪塔（俗

                                                        
22 相關信息參西南民族大學石窟藝術研究所《四川安岳縣茗山寺石窟調查簡報》，《四川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23-31 頁；孫華、陳筱《安岳茗山寺石塔的初步分析》，《大足學刊》第一輯，重慶：

重慶出版社，2016 年，第 30-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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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倒塔」）、舍利塔等，另有安嶽雙龍街鎮報國寺的經目塔、茗山寺法身塔（已

倒塌）等。 

     
圖 5 寶頂小佛灣經目塔     圖 6 安岳報恩寺經目塔          圖 7 寶頂轉法輪塔 

（二）造像體系 

趙智鳳派的造像雜糅了華嚴、密教、淨土、禪宗以及本尊系列造像等自創內

容，很多題材僅見於寶頂，其餘石窟寺或造像龕沒有造作，其中華嚴三聖、三身

佛、圓覺變、十煉圖、毗盧單尊等造像反復出現，尤以華嚴三聖和三身佛組合數

量最多。 

1.各類經變 

經變類造像有十餘鋪，題材主要有華嚴變、父母恩重變、報恩變、觀經變、

地藏十王地獄變、孔雀明王變、圓覺變、廣大寶樓閣變等，主要造作於寶頂石

窟寺。 

華嚴變，1 鋪，大佛灣毗盧道場窟（第 14 窟）。以九鋪說法圖造像表現了《大

方廣佛華嚴經》（實叉難陀譯）「七處九會」場面23。具體為：窟正壁一八面塔形轉

輪藏，內坐主尊毗盧遮那，兩側各一身趺坐佛。窟右側壁呈弧形轉至南壁，壁間

為四組以華嚴三聖與部分供養菩薩等組成的說法場面。窟左壁清康熙間遭「猛風

拔木」毀損，僅存窟門處一組造像。根據右壁造像佈局推斷，左壁所毀部分應為

                                                        
23 胡文和《四川石窟華嚴經系統變相的研究》，《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90-95 頁。陳清香

《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2005 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78-296 頁。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

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7-54

頁。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寶頂大佛灣第 14 號窟調查報告》，大足石刻研究院《2009 年

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 91-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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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華嚴三聖組合造像。窟門外兩側壁造像呈對稱格局，上部分別為八個圓龕，

內一身趺坐佛，共 16 身。下方為四天王，左右各二，均為半身（左側毗鄰門楹處

一身天王為後補）。 

父母恩重變，2 鋪，小佛灣第 3 號報恩窟與大佛灣第 15 龕。二者因在內容、

形式等方面極為一致，所不同者小佛灣畫面較小，並將一鋪經變分兩部分表現於

窟左右二壁。以大佛灣所作為例，經變分三層表現，上層為七佛，皆半身；中層

以故事性場面表現了「十恩圖」；下層罪報場景。 

大方便佛報恩變，2 鋪，小佛灣第 3 號報恩窟與大佛灣第 17 龕，二者出於同

一粉本。以大佛灣所作為例，畫面中央為釋迦說法像，半身，主尊兩側上方表現

了 12 幅釋迦因地行孝修行故事，下方左右分別為六道謗佛不孝場景與釋迦抬父王

棺送葬畫面。 

觀經變，1 鋪，大佛灣第 18 龕。畫面以「九品往生」結合「十六觀」內容為

主體。中央上部為西方三聖，皆半身，三聖下方為各品往生圖，左右兩側十六觀

內容。 

地藏十王地獄變，1 鋪，大佛灣第 20 龕。畫面分三部分，上層為十方佛，中

間為地藏並十王及速報、現報司造像，下方為十八組各類地獄情景，每組畫面均

有題記。下層畫面中趙智鳳將自己立像造於其間，似乎暗示了趙氏敢入地獄救拔

苦眾之大願與精神。另外，大足石馬鎮先鋒村有一鋪地藏十王龕像，在六七米高

的崖面上部僅鑿出地藏與十王及速報、現報司像一排，下面留出大面積鑿平的空

白崖壁，似乎還有內容要雕鑿，不知何因未完成。整體造像雖有風化，仍能看出

與大佛灣一致的作風，故推斷應該也屬本尊教派一系。 

孔雀明王變，2 鋪，大佛灣第 13 龕與安嶽孔雀洞。二者格局類似，龕內以突

出明王趺坐於孔雀形象為主。以大佛灣為例，明王戴冠，左上手執孔雀尾，下手

執經冊；右上手持蓮蕾，下手捧俱緣果。後壁造作阿修羅、藥叉、天王等天眾以

及阿難解救被蛇咬比丘等內容。 

廣大寶樓閣變，1 鋪，大佛灣第 4 龕，圖像依據《廣大寶樓閣秘密善住陀羅尼》

（唐菩提流志譯）經而作。畫面以修行三仙人為主尊，仙人均被發，禪定姿，其

中居中者有絡腮鬚，戴耳環，神貌頗似趙智鳳。仙人各自頭頂化現出金竹、坐佛

以及樓閣等。 

圓覺變，3 鋪，寶頂大佛灣第 29 窟、陳家岩第 1 窟與安嶽華嚴洞。基本格局

為以三身佛、毗盧佛為主尊，左右十二圓覺菩薩。大佛灣圓覺洞石窟正壁為三身

佛，皆趺坐須彌蓮座，其中毗盧頂部有柳本尊像。三佛兩側分別立一俗裝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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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兩側壁為十二菩薩，左右各六，眾菩薩頭頂上方為一些化現人物。石窟前方

中央，一跪拜菩薩，合十，面向三佛，作問道狀。陳家岩石窟位於大足金山鎮天

河村，窟內造像格局與寶頂圓覺洞略似，正壁為三身佛並文殊與普賢，兩側壁佈

局十菩薩，眾菩薩上方岩壁間為行者像及善財南參等內容。安嶽華嚴洞正壁為華

嚴三聖，左右壁各五菩薩，眾菩薩頭頂上部表現了天宮、佛塔等建築，附以說法、

禮拜、赴會等內容，在窟門附近左右壁有善財形象出現。 

2.以毗盧遮那佛為主尊的系列造像 

主要形式為三身佛、華嚴三聖及毗盧單尊等，此類造像數量最多、分佈亦最

廣，在佈局上基本以單龕形式為主，周邊往往不開其他窟龕。 

(1) 三身佛系列 

三身佛造像主要有大足菩薩保、菩薩屋、板昌溝、玄頂村、寶頂小佛灣與安

嶽毗盧溝、寶石庵、毗盧洞等幾處。一般龕形較大，主尊以坐姿或半身形象為主，

無頭、身光等表現，毗盧佛有戴冠與不戴冠兩種形姿。龕壁多有「假使熱鐵輪，

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語題刻（圖 8、9）。 

    

圖 8 大足寶頂菩薩堡三身佛                  圖 9 安嶽石鼓鄉寶石庵三身佛 

上述造像根據龕內格局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以大足寶頂菩薩堡、菩薩屋、

高坪玄頂村為例。龕內造像分上下兩層排布，上層為三身佛，下層為三護法神，

均作半身。玄頂村的造像略有不同，三身佛分別安置在三個淺圓龕內，下方造像

已毀，僅存龕跡。第二種，以大足板昌溝與安嶽毗盧溝、寶石庵三處為例。龕內

以三身佛為主，跏趺坐或半身形姿，無頭、身光等表現，毗盧佛有戴冠與不戴冠

兩種形姿。其中毗盧溝和寶石庵兩龕三尊兩側增加了世俗裝弟子或武士裝護法，

後者龕壁出現八身小佛，雕鑿於圓龕內。第三種，以寶頂小佛灣第 4 號龕與安嶽

毗盧洞第 2 窟為例（圖 10、11）。比較奇特的是，二者以毗盧、柳本尊、釋迦為組

合的特殊「三身」造像，毗盧居中，左側安置柳本尊，右側為釋迦。寶頂小佛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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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正壁造像自上而下分為三部分：上面一派小佛為過去七佛。中部為毗盧、

柳本尊、釋迦三尊，三尊下部為不動明王，遊戲座狀，兜鍪鎧甲，右手執劍，左

右各三身鬼族眷屬。安嶽毗盧洞三尊皆趺坐，毗盧居中，左側柳本尊，右側釋迦，

三尊兩側各一身俗裝脅侍。 

     

圖 10 寶頂小佛灣第 4 龕造像           圖 11 安嶽毗盧洞第 2 窟造像 

(2) 華嚴三聖系列 

華嚴三聖題材主要分佈於寶頂大佛灣周邊佛祖岩、松林坡、三塊碑、楊家坡、

廣大山、仁功山和安岳林鳳鎮塔坡、高升鎮大佛寺等。從目前所存造像情況看，

往往以毗盧、文殊、普賢三聖為主，單獨成龕。毗盧戴寶冠，一般頂有柳本尊坐

像，雙手結拱手式印。文殊與普賢脅侍左右，一般文殊執經冊、普賢執如意。三

聖有趺坐、半身和站立三種形姿。在龕壁多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懸，終不

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偈語、「佛日光輝，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願文

或各類經名等題鐫，有的配有千佛或護法等造像（圖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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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大足寶頂佛祖岩華嚴三聖                    圖 13 安岳林鳳鎮塔坡華嚴三聖 

(3) 毗盧遮那佛系列 

突出毗盧單尊性格的造像主要分佈在寶頂大佛灣、珠始山、龍頭山、岩灣、

安嶽茗山寺等處。毗盧形姿以趺坐（個別站立）或顯半身為主，有戴冠與不戴冠

者，戴冠者頂有柳本尊坐像，雙手結拱手式印。一般沒有文殊與普賢二脅侍，個

別配置了護法。 

      

圖 14 寶頂大佛灣毗盧佛                 圖 15 安嶽茗山寺毗盧佛 

3.本尊系列造像 

將教主形象納入造像體系是川渝趙智鳳派的一大特點。其中以宣揚柳本尊弘

道事蹟的造像為主，形式有「十煉圖」、柳並脅侍或單尊。對柳本尊形象的塑造相

對固定，一般為：眇右眼、殘左耳、左臂不存，衣袖自然下垂至膝前，戴高裝巾

子、著交領袍服，跏趺坐姿，右手施說法印，頭冠處有毗盧化佛（圖 16）。偶有被

發、著袈裟的特例。此外，疑似趙智鳳尊像也出現於寶頂大佛灣以及一些佛塔上，

以捲髮、著袈裟的僧侶形象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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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柳本尊形象 

柳本尊「十煉」事蹟見於《柳傳》碑，十煉圖應該依據此碑並結合其他相

關柳本尊事蹟文本而創作。現遺存有 3 鋪，分別在寶頂小佛灣、大佛灣與安嶽

毗盧洞。 

小佛灣十煉圖造於「毗盧庵」（第 9 窟）內，窟內造像分為三組：正壁主尊毗

盧佛與左右兩壁四佛、四菩薩形成金剛界五佛與四菠蘿蜜菩薩主體格局；其次為

柳本尊十煉圖，左右壁各五，分而刻之；兩側壁下方分佈八大明王。十煉圖形式

簡練，圓龕式構圖，一圖一煉，每壁分三層佈局，上層一圖，中、下層各二圖。

左壁內容為「煉膝」、「舍臂」、「煉心」、「剜眼」、「立雪」，右壁為「煉陰」、「割耳」、

「煉頂」、「煉指」、「煉踝」。 

大佛灣的十煉圖與小佛灣十煉圖相類，內容依然為金剛界五佛與四菠蘿蜜菩

薩、本尊十煉與十大明王三部分的組合（圖 17），佈局見下表： 

 

 

圖 17 寶頂大佛灣柳本尊十煉圖 

安嶽毗盧洞十煉圖細節略有不同。畫面中央主尊為跏趺坐毗盧佛，兩側分上

下兩層分佈十煉內容，最下方六身脅侍，均作半身。龕左右壁分別配置二身護法，

金剛界五佛與四波羅蜜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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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龕楣處為金剛界五佛。造像亦配置了十煉內容題記，文字較之寶頂圖略詳。

在柳本尊形象的處理上與寶頂一致，唯一區別在於此處本尊未有鬍鬚（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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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煉指 

三 

煉踝 

五 

割耳 

毗 

盧 

遮 

那 

六 

煉心 

四 

剜眼 

二 

立雪 

武 

士 

力 

士 

七 

煉頂 

九 

煉陰 

十 

煉膝 

八 

舍臂 
力 

士 

武 

士 
脅侍（6 身） 

 

 

圖 18 安嶽毗盧洞柳本尊十煉圖 

除十煉圖外，還有表現柳本尊與脅侍及一些單體造像，如大足石刻博物館藏、

普聖廟和安嶽毗盧溝幾例。其中單體形象包括出現於毗盧佛冠上者（圖 19）。上述

案例中柳本尊形象與寶頂十煉圖中主尊相同，除有髭鬚和無髭鬚之分外，其他沒

有什麼變化。 

普聖廟第 6 龕內造像共 7 身，主尊為柳本尊，無髭鬚，其左側依次侍立奉臂

寶者、力士、武士，右側依次侍立奉耳寶者、力士、武士（圖 20）。安嶽毗盧溝造

像共三身，即中間柳本尊與左右側奉臂、耳寶者。龕下方一浮雕塔，僅作一層，

塔身正面開圓淺龕，內跏趺坐一捲髮僧人，這個應是趙智鳳形象（圖 21）。大足石

刻博物館現存兩身柳本尊圓雕像，均出土於聖壽寺。二者皆為固定的趺坐姿，造

作風格與大佛灣主尊一致（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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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毗盧佛冠上柳本尊像（安嶽華嚴洞）         圖 20 大足普聖廟柳本尊及眷屬造像 

      

圖 21 安岳毗盧溝柳本尊像（塔上部）   圖 22 大足石刻博物館藏柳本尊像 

疑似趙智鳳的形象沒有柳本尊典型，一些學者將寶頂石窟中多次出現的捲髮、

短鬚、著袈裟的僧侶形象比定為趙智鳳24，同時有持不同意見者認為此像應是柳本

尊25。不能一概說這些特殊的捲髮人物都是趙智鳳，但判定為柳本尊肯定有問題。

總觀趙智鳳派造像，儘管在十煉圖及上文所述三身佛組合中出現柳本尊被捲髮的

個例，但戴高裝巾子的居士裝扮是其固定的供奉形象。再則，同一造像體系中出

現兩種不同形姿的本尊形象，有意製造一種混亂在邏輯上似乎難以講得通。 

                                                        
24 楊家駱《大足寶頂區石刻記略》、吳顯齊《大足石刻考察團日記》、朱錦江《從中國造像史觀研

究大足石刻》，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第 25-27 頁、31-35 頁、98-101 頁；鄧之金《大足寶頂大佛灣「六耗圖」調查》，《四川文物》

1996 年第 1 期，第 23-32 頁。楊雄《大足寶頂捲髮人造像的佛教意義》，《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第 28-31 頁。 
25 王家祐《柳本尊與密教》，前揭劉長久、胡文和、李永翹《大足石刻研究》，168-174 頁；李正心

《寶頂山有趙智鳳自造像嗎》，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3 年，第 200-206 頁；王天祥、李琦《建構轉述與重釋趙智鳳形象考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8 年第 9 期，第 111-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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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智鳳在對柳本尊形象的處理上，雖保持了其凡俗形貌，但在尊格上已完全

視為佛的化身，置於等同於佛的崇高地位。趙以示教主身份，也將自身形象安置

於道場中。不過沒有像奉祀柳一樣置於主尊地位，而是很隱晦地穿插在一些經變、

千佛或其他造像中。在形象的塑造上趙智鳳以捲髮、絡腮胡、著袈裟的行化僧貌

為特徵，類似的形象僅寶頂石窟就有數十處。有的場景中趙智鳳的身份是相對清

晰的，如小佛灣法身塔、大佛灣地獄變、涅槃變等造像中的形象。但更多地方卻

是模糊的、雙重的。如六道輪回、廣大寶樓閣、鎖六耗以及一些千佛等造像中的

捲髮僧形象，這些嚴格意義上不能說是趙智鳳，其角色另有所指。但是趙智鳳有

意將這些本應該是佛或其他確指形象以類似自己的形象替代之，似在暗示自己與

這些尊神地位的等同，甚或意欲表達「亦己亦佛亦僧」的多重意涵。在自我人格

的認同上，不排除趙智鳳以佛的化身或是柳本尊再世自居，如此自可隨意化現，

這或是捲髮僧形象自由出現於各類造像空間的原因之一。 

疑似趙智鳳像多與佛塔結合出現，如寶頂小佛灣經目塔一層正面圓龕內形象，

趺坐，定印，捲髮、絡腮鬚，著袈裟。龕內兩側分別題刻「六代祖師傳密印，十

方諸佛露家風」，「大願引持如鐵石，虛名委棄若埃塵」偈頌，龕外左右分別側題

刻「正法□□」與「涅槃□□」以及諸多經名（圖23）。大佛灣地獄變中，立於法身塔

前捲髮、翹鬚，著袈裟者，左手執經冊，右手上指。身左右側分別題有「天堂也

廣，地獄也闊；不信佛言，且奈心苦」與「吾道苦中求樂，眾生樂中求苦」警語，

頭上方題「假使」偈（圖24）。還有上文所提安嶽毗盧溝柳本尊造像下方本尊塔以

及安嶽茗山寺殘塔上形象等。趙智鳳像與塔的結合體現了一定的法身思想觀，這

一點與趙智鳳派主奉毗盧遮那佛的旨意契合。 

     

      圖23 寶頂小佛灣經目塔疑似趙智鳳形象       圖24 寶頂大佛灣地獄變疑似趙智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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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趙智鳳派」造像作風 

整體而言，趙智鳳派造像體系內容與作風既與傳統造像密切關聯，又有着明

顯的差異。下文試圖從造像形式、內容構成、銘文題刻等方面的綜合分析中探討

趙智鳳是如何建立起具有「自家樣式」的造像體系的。 

（一）形式 

1.窟龕形制 

趙智鳳派造像最明顯的特徵首先是從窟龕形制的變化開始的，總體而言分為

窟、龕和摩崖三種形式，開窟很少，以淺龕和摩崖居多。趙智鳳派造像在窟龕形

制上可分為龕和窟兩類，其中以龕為主，窟只有幾例。具有開創意義的是，趙智

鳳時期摒棄了以往石窟寺凡像有龕、凡龕必正的鐫造模式。在窟龕形制的處理上，

突破規整之局限，直接循崖壁走勢造像，變化多樣，一如寶頂大佛灣形成連綿起

伏、蜿蜒回蕩之勢。 

龕的形制有方、圓、不規則三種，進深較淺。方形龕為單層，頂略弧，平面

近似半圓。在整體設計上追求簡潔大方，不注重龕楣、龕沿的刻意修飾，有時甚

至不做規整處理，保留崖壁自然的凹凸（圖 25、26）。龕的高寬、深淺由內部造像

的體量決定，大小夠容諸像佈局足矣。趙智鳳時期的造像追求大體量，諸多趺坐

或半身尊像高達四、五米，規模超過本地區前期大部分造像。圓形龕，有學者稱

之「月輪龕」，龕形為正圓，比較淺，形式上堪稱身光與龕的巧妙結合。主要見於

千佛或佛塔上等單體佛尊的表現（圖 27）。 

 

圖 25 大佛灣觀經變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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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寶頂仁功山造像龕                   圖 27 大佛灣第 14 窟外壁圓龕 

石窟主要有大足寶頂毗盧道場（第 14 窟）（圖 27）、圓覺洞（第 29 窟）、陳家

岩圓覺洞及安嶽華嚴洞等。毗盧道場窟由窟門、主室兩部分構成。窟門方形，主

室平頂，平面半圓形。其餘窟形制均平頂方形窟，寶頂圓覺洞由甬道和主室構成

（圖 28），安嶽華嚴洞與陳家岩圓覺洞為敞口平頂方形窟，不設甬道。 

    

  圖 27  寶頂毗盧道場窟平面示意圖                     圖 28  寶頂圓覺洞平面示意圖 

2.尊像樣式 

造像革新主要體現在一下幾方面： 

其一，半身尊像。造立大量半身式佛、菩薩等尊像，在有限空間即增加了造

像的分量感，又起到以少勝多的表達效果。佛教中針對于一些諸如天王、地神、

龍王、伎樂天等可以半身表現之，然而鮮有造立半身佛或菩薩尊像者，此乃最大

忌諱。《優婆塞戒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雲:「不應造作半身佛像，若有形象身

不具足，當密覆藏，勸人令治，治已具足，然後顯示。」26因之，傳統佛教造像中

                                                        
26 《大正藏》第 24 册，第 105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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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難見到半身佛像的。不過除佛菩薩外，以半身形式去表現主尊倒是早有案例，

如印度象島石窟存有 7-8 世紀濕婆像，為三面胸像（圖 29）。在川渝地區有四川綿

陽游仙區魏城鎮北山院摩崖造像第 10 龕，內容為「地藏十王地獄變」，其中十王

作半身形象（圖 30），據考證此龕造像年代在五代至北宋時期27。另有前蜀王建墓

中抬棺力士之半身像等。趙智鳳時期造作半身佛像是否由此受到啟發，不好斷定，

但不得不說這是石窟藝術中之一大個案，實屬少有。 

   

   圖 29 印度象島石窟濕婆半身像（7-8 世紀）    圖 30 綿陽北山院第 10 龕十王半身像（10 世紀） 

其二，省略弟子。在主尊與脅侍的空間佈局上，不依照傳統窟龕中一佛、二

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等格局次第部位，基本的做法是，以佛與菩薩的

三尊組合為主，個別有配置護法情況。比較突出的一點是，整個趙智鳳派造像體

系中佛尊脅侍沒有弟子身影出現，即使在寶頂第 11 龕表現涅槃的場景中亦省略了

弟子。 

其三，寫實意韻。佛或菩薩在形態狀貌上加重了世俗氣息與寫實意韻，摒棄

了川渝地區兩宋石窟造像圓融清雋、俊俏莊嚴的南方秀麗之風（圖 31），繼而變得

更加飽滿豐潤、恢宏博大，頗有盛唐復古氣勢（圖 32）。在動態上或微傾、或斜依、

或平視、或側目，自如舒展，閒情安逸，一反傳統造像中古板威嚴的「正襟危坐」

之姿。佛衣採用類似犍陀羅時期比較寫實的表現手法，渾圓流暢、疏密有間的衣

褶流露出材料柔軟厚重、自然下垂的質地。與川東地區兩宋時期其他造像中衣紋

棱角突出、扁平貼體、寫實感不強的做法形式相異。 

 

                                                        
27 于春、王婷《绵阳龛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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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北山執玉印菩薩（南宋）     圖 32 安岳華嚴洞圓覺菩薩 

另外，出現在經變中的世俗裝人物形象的表現，形象上被完全當地語系化、

時代化、現實化，雖在表達宗教的意義，卻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如「十恩圖」

中夫婦佛前求子嗣、母親臨產、精心育兒等情景典型是宋代當地百姓生活的縮影

（圖 33）。地獄變中女人倒扣竹籠養雞的方式是川渝地區民間最常見的做法（圖

34），就是今天農村還保留這種習慣。宗教場景的世俗化拉近了與現世生活的距離，

從而更加貼近大眾的信仰心理。 

    

     圖 33  大佛灣第 15 龕十恩圖局部                   圖 34  大佛灣第 20 龕養雞女 

其四，崇尚簡約。除了窟龕簡潔樸素的設計外，造像捨棄了傳統造像中的頭

光與身光紋飾（除了個別如安岳華嚴洞等主尊出現帶圓形頭光外），龕壁往往鑿出

凹凸不平的岩石狀或雲水狀紋，與造像的細膩形成明顯對比（圖 35）。 

菩薩除了透雕式化佛冠外，身飾簡潔，瓔珞大部隱藏於袈裟之下。部分佛菩

薩有蓮座外，多趺坐於方形佛床，不加任何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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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寶頂圓覺洞南壁造像 

其五，毗盧形姿。毗盧佛有螺發與戴冠兩種形象。螺發者比較突出的特徵是

頭部渾圓，沒有明顯凸起的肉髻（圖 36），與大足南宋時期傳統佛像肉髻略凸的樣

式有別（圖 37）。戴冠者獨特處在於冠內多有柳本尊像，毗盧固定為左手抱右拳式

的印相（圖 38），與石篆山、妙高山、多寶塔等所存毗盧佛以左手握右手食指結印

不同（圖 39）。該印相不見於傳統佛典及圖像中，應屬趙智鳳派獨創。 

        

        圖 36 寶頂小佛灣第 4 號毗盧庵主尊        圖 37 大足多寶塔第 119 龕主尊（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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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 安岳華嚴洞毗盧佛           圖 39 妙高山第 3 龕毗盧佛（南宋） 

其六，千佛的塑造打破了慣常圖像中相同姿態不斷重複、整齊劃一的「圖案」

模式，而是千姿百態，形色各異。以聖壽寺本尊殿千佛為例，均造於圓形龕內，

其中夾雜有不少卷髮形象人物。佛的形姿幾無重複，或禪定、或說法、或趺坐、

或斜臥、或抱膝、或昂首、或回眸、或持物……更有打鼓、吹笛、拍板、擊缽等

奏樂狀者（圖 40）。 

 

圖 40 寶頂小佛灣本尊殿千佛 

（二）內容 

從上文介紹可知，除了反映本尊教主的一系列造像純屬教派自創外，許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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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傳統的題材均經過了「改創」。其做法是：對已有的傳統圖式進行內容的刪減、

增補或重組；或依據一些經典、偈頌、變文、齋儀等旨意加以新創。這在一些經

變的製作上表現得最為典型。 

如「大方便佛報恩經變」以巨大的釋迦半身說法像為中心，左右及上下佈局

了釋迦因地行孝、報恩故事。畫面內容不只出自《報恩經》，還有其他經文。其中

涉及《報恩經》的內容僅有《序品》、《孝養品》、《對治品》、《論議品》、《惡友品》，

其餘來自《賢愚經·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雜寶藏經·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大

般涅槃經·聖行品》、《睒子經》、《淨飯王涅槃經》及流行於民間的《如來廣孝十種

報恩道場儀》等。畫面以下方主尊左右六道謗佛不孝與釋迦擔父王棺兩大場面最

為突出，通過意義上的極大反差，強調了釋迦之「大孝」精神。 

「觀經變」，捨棄了傳統圖式以大型說法圖場景為主體畫面的表現形式，僅選

取九組「西方三聖」圖表現了「九品往生」情景。畫面兩側例「十六觀」內容，

每「觀」均有題記及五言四句的頌詞，其中觀想主角韋提希夫人被各色人眾替代。

畫面中的兩則阿彌陀佛頌文，旨在勸告世人念誦奉持。 

「父母恩重經變」，分三段式表現，上部七佛，中間「十恩圖」，下部右側罪

報畫面。其中「十恩圖」 是畫面主體，以寫實的手法刻畫了父母育兒的艱難歷程。

該鋪經變來自《父母恩重經》、《父母恩難報經》以及流播於民間的《十恩德贊》、

慈覺禪師宗賾「孝行」偈頌等，旨在強調父母恩德，以教行孝之道。整體圖式為

趙智鳳時期所獨創，與敦煌莫高窟、甘肅省博物館藏（北宋淳化二年）等同類經

變明顯不同（圖 34）28。 

 

圖 34 寶頂第 15 龕父母恩重變 

                                                        
28 孫修身《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經變相的比較研究》，《敦煌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第 57-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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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十王地獄變」，主要依據《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和《大方廣佛華

嚴十惡品經》而造，另外涉及《華鮮經》、《護口經》、《出曜經》及《地藏菩薩十

齋日》等內容。其中最為生動者屬十八種不同的地獄場景，佔據了三分之二多畫

面（圖 35）。宋代以來地藏與十王造像在川渝地區比較流行，而配置以如此宏大的

地獄惡報場景實屬罕見。 

 

圖 35 寶頂地藏十王地獄經變 

上述每鋪經變，內容不僅限於一部經，多是幾部經乃至與變文等的組合。從

圖像結構而言，突破傳統經變圍繞大型說法場景佈局畫面的陳規，造像的配置完

全為表達整鋪經變主題思想服務，不重複、不雷同，一鋪經變一種樣式。當然，

類似的創改並非體現在所有的經變上，如「華嚴變」、「廣大寶樓閣變」等基本依

據一部經典而造。 

（三）題記 

據統計，僅寶頂大佛灣石窟題記多達 218 則，13000 餘言29。如上述「報恩變」

題記 22 則，存 3223 字；「父母恩重變」題記 19 則，存 1053 字；「觀經變」題記

29 則，存 2704 字；「地藏十王地獄變」題記 5 則，存 2770 字30。這些題記內容涉

及經文、偈語、贊詞、題名等，除來自正統藏經外，雜糅了一些流行於民間的道

場儀文、俗講等，許多內容藏經並未收錄，是難得的藏外佛教文獻。 

這些題記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其中夾雜了不少俗字（圖 36）。據陳明光先生整

理，僅在寶頂石窟寺及其周邊造像的銘文中發現各類俗字 118 個31。這些字大多數

                                                        
29 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92-93 頁。 
30 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98-133 頁。 
31 陳明光《「異體字」與簡化字對照辨識表》，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等《大足石刻銘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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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歷史時期所流傳，有籍可查。還有若干字不見於早期各類典籍以及諸如《幹

祿字書》、《龍龕手鏡》、《漢語大字典》等文字類工具書。這樣的字約有六十多個，

陳明光等一些學者認為是趙智鳳「自造字」（此說有待商榷）。 

 

圖 36 寶頂地藏十王地獄經變題記中俗字 

雖然有如此豐繁的題記，但是其中沒有一則是關於造作年代、供養人、工匠

等方面的內容。唯一看到的是在小佛灣「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之圖」的相關題

記中間接透露了「紹定四年」的一個時間信息32。兩宋時期大足與安嶽活動者以伏、

文二氏家族為主的營窟工匠團隊，每造一像、一龕均留下他們的大名與造作時間，

這在當時幾乎已是慣例。趙智鳳主導下的造像沒有這些信息，有意如此，恐是隱

含着教派的某種特殊目的。 

綜上所述，趙智鳳派一系造像作為石窟藝術中的一種新樣式，南宋時期在趙

智鳳的組織下首先在大足寶頂誕生，然後拓展至周邊。出於研究之便，本稿將這

種造像樣式暫稱之為「大足樣式」。大足樣式的出現不僅引起地方石窟造像風格的

轉變，同時也為中國石窟藝術增添了一頁新的篇章。 

五、餘論 

趙智鳳派是唐宋時期在川渝地區出現的一個植根於民間，具有世俗性、庶民

性與本土性的佛教組織。因其史實無載，真相不明，一直以來充滿了「神秘」色

                                                                                                                                                                   
第 486-496 頁。 
32 題記曰：「釋迦如來涅槃至辛卯紹定/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二年。」前揭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等《大足石刻銘文錄》，第 192 頁。 



538 201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彩。現有的認識基本建立在遺存於世的數座石窟寺造像和約二萬字的銘文題記，

這些銘文內容多為與造像有關的經文、偈語、齋儀等，幾無涉教派事蹟。因而今

天除了一些帶有爭議的推斷性結論外，仍沒有對其弘教歷史、法系傳承、教派組

織、造像意涵等理出明晰的脈絡和做出更有力的解釋。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南宋時期趙智鳳派在川東一帶的興起，帶來兩大重

要變化： 

其一，從宗教意義而言，引起區域佛教信仰格局的歷史性轉變。 

大足本合州巴川縣地，乾元二年（759）始置縣，隸屬昌州33。或許與此有關，

境內佛教造像活動的興起相對較晚。儘管初唐永徽間（650-655）有了尖山子龕像

的開鑿，但規模性的造作則始於晚唐。唐光啟元年（885）昌州治徙置大足，帶動

了佛教在當地的傳播與發展。胡密撰《韋君靖碑》記載：景福元年（892）州刺史

韋君靖在北山築「永昌寨」，並於寨西（佛灣）舍祿俸「以建浮圖」。是為大足興

起開龕造像之肇始。之後乾寧間（894-898），昌州新任刺史王宗靖、都典座僧明悟、

僧尼惠志以及本地道俗信眾紛紛於北山造像。自此曆兩蜀、北宋、南宋諸朝之續

鐫，窟龕近三百座，成為境內窟龕最多、香火最旺的佛教聖地。 

宋代以來，大足石窟造像進入鼎盛期。除北山外，境內各地也湧現出數十處

大小不等的佛窟。這一時期發生的一個明顯變化是，佛教之外開始有了道、儒題

材造像。如石篆山、石門山、妙高山、峰山寺等石窟出現三教或釋道合祀的造像，

同時也有了專奉道教的南山、舒成岩等石窟寺，一改過去佛教獨秀之局面。不過

從龕窟造像的總量而言，佛教題材還是佔據大多數，仍延續了其在民間信仰中的

主導地位。 

南宋孝宗淳熙以來，隨著寶頂聖壽寺的創建，該派在趙智鳳的弘揚下聲勢日

著，很快贏得民間信眾的大力推崇與供奉，相繼有了大佛灣以及周邊石窟寺的開

鑿。正當寶頂鐫像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大足境內的其他包括釋、道、儒造

像活動都悄然停止了，除了一些零星的補塑、裝繪性活動外，新鐫窟龕鳳毛麟角34。

此時北山在完成轉輪經藏窟（1146 年竣工）以及多寶塔的建修（1155 年竣工）之

後，也基本結束了持續 250 餘年的造像活動。 

這一局面的轉變不能不說與趙智鳳派在川東的興起有著直接的關聯。可以想

見，趙智鳳作為教主，對於信眾而言有著極大的感召力，其威望堪比今天藏傳佛

                                                        
33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092 頁。 
34 據陳明光先生考證，大足靈岩寺石窟雕鑿於光宗紹熙四年（1193），如若無誤，此乃寶頂石窟建

造時期大足境內所開唯一一處有造像記的石窟了。參陳明光《大足石刻檔案（資料）》，重慶：重慶

出版社，2012 年，第 62-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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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的活佛。而其以孝道和報應思想為重的教義理念更加貼近世俗大眾的實際生

活和現實訴求。由此吸引了更多的道俗民眾湧向寶頂，將其作為自己精神家園與

信仰歸宿，最終鑄就寶頂幾與峨眉並譽之盛況。昌州歷來的佛教中心此時由北山

轉移至寶頂，過去以個人或集體施資開龕造像為主的模式被教派主導的大型造像

活動所替代。對於信眾而言這種變化所折射的不單是一種供養方式的變革，更有

信仰理念的轉變。 

其二，從石窟造像而言，創生了一種有別於傳統的「大足樣式」。 

大足與安嶽作為川東地區佛教造像中心地，唐宋石窟有百餘處，從風格而言

均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閻文儒先生當年評價大足北山造像時認為：「這一時期（唐

宋）的造像形態，不象盛唐時代那樣豐厚肥腴，但更加圓潤和諧，更接近現實人

的生活。」35從時間點上而言，北山造像活動的結束與寶頂造像活動的開始幾乎同

步，間隔不過二十年左右的樣子。按理說北山以及周邊其他石窟豐富的造像內容

與經典的製作案例為寶頂提供了理想的範本，並且宋代以來在北山、石篆山等地

鐫龕造像的伏、文氏兩大以家族成員為主的工匠團隊仍然活躍於本地，這些可以

說為趙智鳳開創寶頂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 

然而事實是，寶頂石窟造像以一副新異的模樣呈現於眼前，不但很少去繼承

本地已有的造像模式，而且大有「顛覆」之勢。雖然諸多題材常見，亦有經典依

據，但新奇的作風既與伏、文二家之樣大相徑庭，也無現成範本可資比對。面對

此問題，困惑學界的是：何以摒棄本土模式而建立起新樣式的？這個所謂的「大

足樣式」究竟有無現成粉本？若有，出自哪裡？若無，由誰創造？為此羅世平先

生提出三點設想：「一是大足石窟中的存例；二是成都寺院的圖本；三是工匠傳承

的圖樣。」36循此方案去探尋，會有一些收穫，比如本尊教造像中的千手觀音、孔

雀明王、地藏十王、三身佛等在宋代川渝地區是比較流行的題材，大足北山、石

篆山、多寶塔等窟龕中有不少存例，不能否認趙智鳳派在這些造像的製作中存在

借鑒了前者的事實，但是二者在形式上的明顯差異說明這種借鑒是很有限的。這

些造像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傳統石窟中沒有的造像。 

趙智鳳派作為一個佛教團體，其神秘面紗下的容姿以及曇花一現式的命運留

給今天的學界無限的疑問和探索空間。尤為可貴的是其遺存於世的一系列造像，

為研究中國晚期石窟藝術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 

  

                                                        
35 閻文儒《大足龍崗山石窟》，《四川文物》1986 年 S1 期，第 31-41 頁。 
36 羅世平《問學大足石刻》，秦臻《佛像、圖像與遺產——美術考古與大足學研究》，重慶：重慶

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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